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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两 300 计划 - 公益人阿强 

访谈正文： 

访谈人：非常开心能够请到阿强做我们这一期的益两 300 计划的嘉宾！在我们访谈开

始之前，能不能请您做个简单的自我介绍？ 

 

胡志军：感谢邀请我来参加这个分享。我叫阿强，全名胡志军。我之前创办的组织叫 

“出色伙伴”，原来叫同性恋亲友会，现在我还在以理事长的身份做一些机构工作。 

 

访谈人：您刚刚说到同性恋亲友会，我觉得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点是你们选择了同性恋

的亲友这个群体，因为我们周围很多的 LGBT 朋友会更多地关注 ta们自己的权益，比

如 ta 们自己有没有被认可，ta 们自己能不能过上和其他人一样的生活等等。那么您是

为什么决定在 LGBT 领域从事这样的工作呢？又为什么会选择同性恋亲友这类群体为服

务对象呢？ 

 

胡志军：我其实花费了好几年时间来探索。我最初开始关注 LGBT 领域时，大多数组织

都是从防艾滋病的角度切入，特别是在 2000 年到 2006 年这段时间。那时，很多组织

都是通过热线服务和外展等方式来服务 LGBT 社群的。初期我也从事这些工作，但随后

意识到这并不是我所感兴趣的，而且我认为这并不能解决核心问题。我发现，我周围

许多 LGBT 人士面临的最大挑战是来自家庭的不接纳和父母的“催婚”。在中国社会，

我们与原生家庭的联系十分紧密，而外部社会对我们的生活其实并不会很关心。我们

无法逃避父母不断询问“你何时结婚”的压力。我自己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当时正好

到了适婚年龄，我的父母也对我提出了同样的问题，这让我深有体会。 

随后在从事这项工作的过程中，我开始思考如何使中国的同性恋父母从担忧变为

支持。与此同时，我的家庭经历也对我的观念产生了重大影响—— 

由于长时间没有向父母坦白，当父母开始催婚时，我曾犹豫不决，或者因缺乏勇

气和准备而拖延。但我意识到我需要给自己设定一个截止日期，我告诉自己在 30 岁之

前会一定要向他们坦白。然而，我母亲在 2006 年突然被诊断出晚期胃癌，生命开始倒

计时。面对母亲，我内心陷入了挣扎，纠结是否告诉她我的真实情况。在她去世之

前，我一直在犹豫，这是我内心与自我的一场战斗。我在想，如果我今天告诉她，会

不会显得我很自私？因为她的生命已经接近尾声；但如果我不告诉她，我会觉得我没

有对最重要的亲人诚实。这段时间，我内心一直在进行着斗争和博弈。 

直到我母亲在 2006 年夏天去世，我依然没有向她坦白。在她临终前，她专门叫我

回到家乡安徽，因为在我们家乡，长辈在孩子结婚时会准备红丝带等物品。她将这些

东西交给我，就像在告诉我她即将离开人世，她知道她的生命即将结束。这一过程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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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来说是非常痛苦的。这些都是我个人的人生经历，因此我意识到，如果我要针对

LGBT 群体做一些事情，我应该更加关注 ta 们的家庭。 

对 LGBT 群体而言，家庭是一个重要的支持系统。一个接纳和支持你的家庭能够帮

助你勇敢地做自己。同时，家庭也是社会的一部分，无数家庭共同构成了社会。如果

每个家庭都能接纳和支持自己的孩子，整个社会环境都将发生积极的变化。因此，我

在 2008 年创立了同性恋亲友会，以此促进家庭的理解和支持。 

 

访谈人：我可以理解，对于 LGBT 这些人群，家庭其实是离 ta 们最近的，是一个可以

接纳 ta 们，或者说 ta们可以坦诚面对的最小的单位。所以我觉得您刚刚说的一句话

特别棒，就是家庭其实是大家最担心的一个问题，但是如果我们可以能够解决这一个

问题的话，它其实可以反转为最强大的支持力量。我非常同意您的这个看法。就此我

们还想了解的是，您在试图实现这样的反转的过程中，您做了哪些尝试，或者说您用

了哪些途径？就是您觉得可以作为一个切入点，能够去促进这样的一个社会问题的解

决，或者是这样一个反转的发生呢？ 

 

胡志军：这个其实也是有一个探索和摸索的过程的，尤其是在最开始的时候。但实际

上在过去的十五六年里面，我们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大的方向是没有变的——我们鼓

励更多的家长站出来分享他们的故事的，这也是我们非常核心的事情。因为很多时候

同性恋不会跟自己的家庭分享，他们会觉得如果我跟我的父母讲的话，他们一定会崩

溃的，他们会活不下去的，他们一定不会接纳的，很多同性恋都觉得这是“一定”的

事情。 

但是我们需要这些家长站出来说，我接纳了我的孩子。当你在现场听到几个家长

说他们已经接纳他的小孩的时候，那种震撼感是非常非常强的。这种震撼感就让那些

LGBT 觉得，原来孩子出柜后这些妈妈都没有活不下去，她们还坐在那里好好的，而且

父母接纳自己的小孩是可能的。最早很多家长在孩子出柜的时候会说，我从来没有看

到过任何一个同性恋，只有你是这样子的，只有你跟别人不一样，你是想做这样一个

所谓的变态是吧？那如果有越来越多的 LGBT 出柜了以后，家长看到了就会觉得，原来

不是我自己的小孩一个人这样，不是只有我一个人要做这样的孩子的家长。 

所以我们坚持的就是鼓励这些家长讲出他们的故事。早期很多家长还会觉得说我

要去接受电视采访，我要去面对视频，是挺大的一个挑战的，但后面我们不断鼓励他

们让他们把故事说出来，因为如果只是自己在身边讲的话，不但会很累，而且也影响

不到多少人，而如果你借助了媒体，那可能你影响的是几万人、几十万人，甚至几百

万人，从公益的效率上来讲的话这样明显会更有意义。 

 

访谈人：阿强，我理解您做 LGBT 相关的工作其实已经不再是一个职业或者仅仅是为了

谋求一份收入了，那么您是怎么会把它确定成您的事业或者人生的方向呢？您是怎样

看待这一份事业的？在这个过程中您有没有一些犹豫？或者是您有没有过内心挣扎过

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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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志军：我觉得这实际上是一个持续变化的过程。我真正开始参与这个事情是 2000 

年。早期的时候通过接热线，或者做艾滋病机构的志愿者，帮公益组织做媒体传播，

到后面创办同性恋亲友会。其实刚开始的几年里我也没想过要去做一个全职，那个时

候我几乎看不到一个模式或者蓝图——就是一个 NGO 到底应该怎么做？由于并没有一

个成型的组织做示范，所以最早三年我们都只有志愿者团队。 

但三年后我觉得我们已经遇到瓶颈了，我不知道后面怎么走了。2010 年的时候我

就觉得我需要去学习，后来我刚好就知道在国外有一个相关的组织提供实习的机会。

我觉得那段实习让我打开了视野，非常具有里程碑意义。在那里我亲眼所见研究性别

的机构可以有几百个员工，可以服务很多议题，而且做得非常专业。我的亲眼所见和

参与实习的经历让我深刻体会到非政府组织（NGO）的实力和潜力。在实习期间，我参

与了多项活动，这些活动经历让我确信自己也有能力参与到这一事业中。这两个多月

的实习过程对我而言是一个思想转变的过程，尽管之前我也有所犹豫，但这段经历为

我增加了更多的信心，让我确信自己可以胜任这项工作。 

回国前，我面临一个艰难的选择：是继续经营原有的物流生意，还是放弃旧业，

投身于这个新领域？在即将回国之际，我下定决心要投身于这项事业。为此，我转让

了手中的物流公司，决定全职从事。对我来说，这不仅仅是一份工作，更是我的事

业。起初，作为志愿者参与时，我虽然对此充满兴趣，但因为没有现成的模式可参

照，我曾担心 NGO 是否意味着贫穷和艰辛，担心自己无法维持生计和照顾家人。然

而，当我下定决心，明确了自己的方向后，这些疑虑逐渐消散。我开始探索如何更好

地推进这项事业，并在后续的发展过程中不断面对各种挑战。 

在 2015 年，移动社交领域发展迅速。我看到一些同领域的项目在短时间内获得了

大量的投资，这让我感到很心动。当时我也开始动摇，认为自己也可以抓住这个机

会。我曾向一位投资人提出一个将移动社交与旅游相结合的创意，并向他展示了我的

想法。他对此表示出浓厚的兴趣，并承诺会为我提供投资。然而，当投资真正摆在我

面前的时候，我犹豫了。我告诉投资人，我需要先去旅行一趟，等旅行结束后，如果

我仍然对这个项目充满热情，再接受他的投资。他同意了我的请求，并给了我充分的

时间去考虑。 

于是，我踏上了前往西北的旅程，乘坐火车十几天，从西安一路到新疆。在戈壁

滩上，我看到了那些初生的草芽。那时大约是五月初，西北的草地上只有零星的草，

尚未连成一片。这些草在广袤的戈壁上显得尤为单薄。那一刻，我突然意识到，我所

从事的事业就像这些刚长出的草，虽然还很脆弱，但已经有了生机。如果我此时放

弃，那就像是放弃了这片尚未繁茂的草地。想到这里，我感到十分不舍，几乎泪流满

面了。我清晰地认识到，现在放弃就等于放弃了这片尚未成长的草地。这个经历让我

更加坚定了继续前行的决心。 

回来后，我告诉投资人我决定继续从事亲友会的工作。虽然赚钱的机会很吸引

人，但我认为也不一定会成功，而且我也不愿放弃这片还没长成的“草地”。投资人表

示理解，他们也提前预测到我会做出这样的选择。 

在 2017 年，我们组织了许多活动，但在管理方面遇到了瓶颈和挑战。同时，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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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也发生了一些变化，我第一次申请到哈佛肯尼迪学院做访问学者。那时，我面临

着各种挑战和问题，如机构内部的纷争、志愿者的不满等。因此，我决定从一线工作

中抽离出来，去探寻更多的可能性。在哈佛肯尼迪学院的学习经历让我深入思考了未

来的发展方向。我意识到，无论是在管理还是其他方面，都面临着许多现实的挑战。

然而，当我回国后，我充满了活力和决心，想要推动一些重要的改变。这段时间的发

展让我再次充满了动力。有时候，人们真的需要暂时从手头的工作中抽离出来，否则

每天面对的都是无休止的现实问题，这会让人感到疲惫不堪。在美国的一年半时间

里，我不仅学到了专业知识，更重要的是有机会重新审视自己的人生和事业。这段经

历让我更加明确了自己的目标和方向，也让我对未来充满了信心和期待。当我回国

后，我再次审视许多问题时，我的悲观情绪有所减少。我发现，社会活动家们往往都

拥有一种“打不死的小强”的精神，他们总是盲目乐观地面对各种挑战。而我，虽然

并不完全属于盲目乐观，但当我重新回到这个领域时，我也开始探索各种新的方法和

可能性。 

 

访谈人：我周围几乎所有的公益人，他们都会出现一段时间的挣扎或者矛盾，他们会

觉得既然我在公益受到了那么多的否定，那我为什么不去做商业的工作？当您在拒绝

天使投资时，转而全身心地投入到了公益事业中。这其中其实蕴含着一个深刻的张力

或挣扎。每个公益人在其公益生涯中可能都会思考：我为何要如此辛苦？我为何不能

去追求经济收益？实际上，除了公益，我也拥有高学历，有能力赚取高薪。然而，与

之相反的是，从您的描述中，我感受到了一种满满的正能量状态。所以我就想再追问

您一下，您是否深入分析过自己内心源源不断的正能量究竟来源于何处？这种正能量

是如何让您排除追求更舒适生活的念头，使您能够持续向前，不被外界杂音所干扰的

呢？这种能量究竟源自何处呢？  

 

胡志军：当然，我也并非始终充满正能量。在过去的一年半里，当我不在国内的时

候，那是我修复内心的一个重要阶段。在那段时间里，国内的事务主要由同事们负

责，这使我得以从中抽离出来，进行深入的自我修复。当我回到国内时，我告诉同事

们这时我的内心处于最健康的状态。现在，我在看待问题时，总是倾向于从积极的角

度去思考。当我遇到麻烦时，我会先让自己平静下来，然后思考最坏的结果是什么，

以及这是否是我能够承担的最坏情况。一旦确定了我可以接受的底线，我就会开始寻

找更好的可能性。好的可能性会如何？或者中间的那种可能性又会怎样？我是通过自

我说服来寻找这些角度，并将事情引向更积极的方向，这样做可能会导致不同的结

果。因此，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不同的点。另外，这也与我的性格有关，即我的个性

特点。如果遇到让我焦虑的事情，睡一晚后，第二天早上我就会忘记。我确实会面临

挑战，但每当夜幕降临，仿佛那些内心的困扰就被阻隔了。第二天醒来时，那些冲击

已经大幅消退，它们不再在我内心徘徊或困扰我。我认为每个人的性格都有所不同，

这是我自己的处理方式。另外，我的性格比较倾向于“兴奋型”，对于新事物和挑战性

的事情我感到很兴奋。在职业相关的心理测试中，我发现我的抗压能力和持续坚持一

件事情的能力都是满分 10 分。但如果要我重复做同样的事情，我可能只能得 2分，因

为我对这种重复性的工作不太擅长，也不感兴趣。另外，我特别喜欢和别人聊天。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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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遇到难题且没有解决方案时，我通常会列出三到五个人，然后找他们聊天。聊完之

后，我觉得他们给了我新的视角，这通常会启发我。如果我接受了某个视角，我会用

这个新的角度来说服自己，告诉自己可以放下担忧。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很有效的方

法。 

 

访谈人 ：LGBT 人群在很多时候会面临来自父母的误解和偏见，父母可能会质疑他们

的心理状态，并寻求心理咨询的帮助。这使得心理咨询往往是发现问题的第一站，心

理咨询专业领域内对这一问题是如何判断的就显得尤为重要。我对你们在这一领域目

前所取得的效果和现状非常感兴趣。请问能否分享一些相关的案例、改进措施以及所

面临的挑战？  

 

胡志军：关于心理咨询领域，早期在 2013 年，我们行业内发生了一起官司。当时，某

心理咨询机构声称能够治疗 LGBT，并明码标价一个疗程的费用。随后，我们的一个朋

友将此事起诉至北京法院。在此过程中，百度扮演了不当角色，因为在其推广中，只

要机构支付费用，百度就会推广关于治疗同性恋的内容。最终，此案在北京海淀区法

院开庭审理。 

最终，虽然百度并未成为被告，但那家声称能治疗同性恋的机构被判败诉，并需

赔偿 5,000 元。这一事件具有里程碑意义，使得心理咨询机构人员开始意识到，若他

们不负责任地宣称能治疗同性恋，不仅可能面临法律诉讼，还需承担经济赔偿，从而

认识到这是一个风险点。此外，中国众多心理咨询书籍甚至教科书存在大量错误内

容。近期，我撰写了一篇文章探讨此现象。上个月，一名大学生分享了他们的心理咨

询课本，其中仍提及如何治疗同性恋，采用厌恶疗法等方法。他指出了这些内容的错

误，并强调我们需对这些课本和教材提出质疑和挑战，因为其中的观点本身是错误

的。 

2001 年，中国第三版的精神障碍分类标准已将同性恋从精神疾病中剔除。然而，

二十三年后的 2024 年，仍有书籍将同性恋视为问题，甚至被列为心理咨询专业和心理

学专业学生的必读或必选课程。这种情况反映出心理咨询师行业培训的不系统性，部

分早期受训者的观念尚未更新，他们可能在生活中也缺乏与同性恋群体的接触。因

此，心理咨询领域在这方面呈现出参差不齐的现象。 

在与心理咨询机构的一次分享活动中，一位资深心理咨询师在交流即将结束时表

示，他后悔没有早些邀请我们进行分享。他提到之前曾有一位 15 岁的同性恋少年，在

其家长的陪同下前来咨询。他当时一直努力引导家长如何改变孩子，但若能早些与我

们交流，他可能会更侧重于如何让家长接纳孩子。缺乏相关知识会导致处理方式和方

向完全错误。他当时那种处理方式不仅无助于孩子，反而可能加剧其心理问题。咨询

师在孩子眼中往往代表权威，而家长可能受其影响，认为孩子应努力改变。这种观念

可能使孩子觉得自身问题源于不努力或不正确的选择。因此，我深深认识到如果我们

能进行更多的分享并影响这些专业人士，将对我们的工作大有裨益。 

当前，鉴于越来越多的同性恋家庭开始养育子女，这些孩子生活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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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谈人：我认为您刚提到的内容极为重要。早期的心理咨询干预手段，往往聚焦于试

图改变个体的性取向，然而这种努力通常是徒劳的。从您的描述中，我更倾向于看到

一种以家庭咨询或家庭干预为主导的模式，这种模式将孩子、家人以及可能涉及的其

他社会角色，如同事、孩子的朋友等纳入考量。这种群体式的心理干预模式，实际上

为个体提供了一种心理支持的方式。 

 

胡志军：我们主要基于生活场景来推动相关服务，并回归专业角度。虽然我们不专门

从事心理咨询，但我们的工作涵盖了更广泛的领域。在举办分享会时，我们采用了类

似社工小组的方式，让参与者围坐一起，这种方式在社工小组中无论用于戒酒、戒烟

还是其他目的，都证明是有效的。通过参与团体分享，人们能够获得能量，并乐于与

他人分享。我们注意到，许多参与活动的人，在仅仅两小时的分享会后，发生了显著

的变化。我记得有些母亲在初来乍到时，因孩子是同性恋而痛哭流涕。然而，在倾听

他人的分享后，她们的态度发生了转变。有人质疑我们如何能够带来如此大的改变。

但实际上，这只是因为我们成功地帮助了人们面对和接受生活中的挑战。我经常在现

场观察，发现刚开始时，父母坐在那里，孩子坐在椅子上，他们都不想正眼看这些同

性恋者。这是因为他们是勉强来的，很多人觉得这种情况很棘手，不知道如何处理。

有些人甚至劝自己的孩子不要去参加某些活动或聚会，担心他们会受到不良影响。但

是，当他们来到现场后，往往会发现这里的人都很体面、有工作和专业背景，这与他

们的想象截然不同。在听取其他人的故事和经历时，家长们开始认识到，他们的孩子

并不孤单，而且他们的选择可能是出于多种原因。这有助于消除一些家长的疑虑和担

忧，让他们更加理解和支持自己的孩子。 

许多家长缺乏耐心聆听孩子的讲述，尤其在中国式的家庭中，父母与子女间的平

等交流常未得到充分重视。然而，当这些家长听到其他孩子分享经历时，他们往往表

现出极大的兴趣。例如，有些孩子分享自己在 8岁时就意识到自己是同性恋，这让一

些家长感到惊讶，他们开始反思是否自己的孩子也是受到了不良影响。随着家长逐渐

被故事吸引并产生好奇心，他们的态度开始发生转变。这是我们在工作中经常观察到

的情况。 

中国的同性恋人口数目庞大，除了与性少数直接相关的人群外，他们也还有众多

的兄弟姐妹、亲戚等。在参加培训后，他们开始反思并发现身边的亲戚也可能是同性

恋。这显示出同性恋或性少数话题并非仅限于 LGBT 人群，而是每个人都应关注的社会

议题。尽管有些人认为这与自己无关，但实际上，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公开身份，人们

会逐渐发现身边的同性恋者。 

我曾听说过，有人因家人对同性恋的负面评论而感到不悦。尽管他自己是同性恋

者，却未敢公开。这反映出许多人误以为同性恋与自己无关，但实则同性恋与每个人

都息息相关。在美国，早期对同性婚姻的数据调查也显示，那些有亲人朋友公开同性

恋身份的人，对同性婚姻的支持率远高于那些没有此类经历的人。这进一步证明了真

实的个人故事分享与权利平等之间的支持是密切相关的。 

 

访谈人：在访谈即将结束时，我想请阿强描述一下您心中的或您所追求的理想状态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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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的。有人说欧美国家状态很优秀，您是怎么看的？他们有没有改进的空间呢？  

 

胡志军：欧美国家目前仍在努力应对性少数群体的议题，其中跨性别领域的进展尤其

值得关注。尽管同性婚姻问题在某些地区得到了解决，但跨性别议题却逐渐凸显，引

发了新的社会冲突。这些冲突不仅体现在学校教育中，还涉及图书馆等公共场所的管

理。欧洲各地也在不同程度上经历着类似的问题。因此，欧美国家距离实现理想状态

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仍需解决诸多问题。 

在我看来，这个状态的达成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回到我们自己的社会，我还是持

乐观态度。与俄罗斯等基于宗教原因打压同性恋的国家不同，中国社会的宗教反对力

量相对较弱。从商业角度看，许多组织仍然蓬勃发展。同性恋个体的生活也并未受到

太大影响，他们正常地参与各种社交活动，享受生活。 

同性恋群体所求的无非是平等权利，而非特殊权利。他们希望能够在社会中享有

与其他人相同的待遇和机会。因此，我认为只要社会能够理性看待同性恋问题，给予

他们应有的支持和理解，那么这个社群就能够为社会和谐贡献重要力量。我对未来持

乐观态度，并不认为同性恋群体会面临巨大的生存困境。 

访谈人：关于 Z 世代的人群，特别是 2000 年之后出生的年轻人，如果他们有意向参与

LGBT 相关的公益活动，您对他们有何期待或建议？他们可以朝哪些方向努力？如果说

我们这一代可能无法再拓展的某些领域，您认为新一代可以如何继续推进并取得进

步？您可以他们提供一些鼓励的话语，我认为这是非常关键的。另外，关于您个人的

职业规划，如果您不再继续当前的公益事业，您是否有考虑过转向其他领域？除了公

益和 LGBT 相关的事务，您最希望从事哪方面的工作？ 

胡志军:关于 Z世代的小伙伴们，我深感他们已经在某些方面打破了我们的传统框架。

我们当前所用的框架，主要围绕着同性恋的成长脉络和全生命周期可能遇到的问题展

开，然而，Z世代的人可能已经不再受传统观念的束缚。与前面几代人不一样的是，他

们可能在小学就已经出柜了。00 后这一代，更年轻的一代，他们可能不再将“出柜”

视为一个问题。他们可能会惊讶于，为何我们的前辈还与父母在“出柜”问题上纠

结，为何还有那么多的挣扎。这是因为他们的父母相对年轻，许多家长的年龄甚至比

我还要小，对于这一代家长来说，这个问题的严重程度已经大大降低。 

此外，这些孩子与父母的平等性也发生了变化。许多家庭只有一个孩子，他们与

家长的亲密度和平等性都非常高，这与我们那一代有很大的不同。当孩子们与父母分

享他们的生活时，父母往往已经能够洞察到他们的内心。通过孩子的上网行为、与他

人的交流，甚至眼神，父母都能判断出孩子的真实状态。这个过程与我们所经历的有

很大的不同。 

我并没有能力去指导他们应该如何行动，我认为他们已经在以不同的方式践行自

己的理念了。他们的方法可能更加融入生活，或者已经不再将此视为一种责任。有些

人可能已经活出了自己的生活方式，他们不再觉得影响社会是自己的责任，因为他们

已经活出了真实的自己。 

当然，如果他们想要推动某项事业，组织化的发展或许能够带来变化。然而，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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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化的发展并非易事，因为组织可能会迅速消亡。我们也面临着这样的挑战。因此，

我很难给出一个成熟的建议。 

就我个人而言，我也曾思考过如果我不从事与 LGBT 或同性恋相关的工作，我会做

什么。如果我生活在一个不同的环境，我可能会选择从事房地产销售，因为我对此非

常感兴趣，甚至已经准备考取相关的资格证书。我也曾考虑过在其他国家创办与 LGBT

商业相关的事业，因为这样的机会并不只存在于中国。例如，泰国现在越来越成为全

球 LGBT 旅游的中心，消费水平相对较低，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此外，泰国对

LGBT 群体相对包容，甚至有可能在今年 6月份通过同性婚姻合法化。这样的环境可能

会吸引更多的 LGBT 顾客和游客。 

结语 

阿强是个擅长分享故事的人。当他讲到自己面对生命进入倒计时的母亲也无法坦

承自己性少数的身份时的挣扎与遗憾，当他讲到他在事业发展期考虑转行时，看到火

车车窗外西北的戈壁上未连成片的野草，想到自己未竟的志业而潸然泪下，听众很难

不为之动容。正如访谈中所说，阿强所倾力的公益事业虽然切实有效地回应了社会现

实问题，但却也并不是一帆风顺没有坎坷的。但得益于志同道合的朋友们的努力以及

阿强“打不死的小强”的乐观心态，他的事业得以延续至今。益两 300 团队希望，阿

强丰富的人生经历以及成熟的社群管理经验能够给大家参考和启发。 

  

 


